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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艺术研究】

中 国 美 学 精 神 简 论

陈 望 衡

摘　 要：中国美学精神既是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结晶，又是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原动力。 中国美学精神具有

本体性、主体性和主导性三个要素。 它以中华民族的哲学为灵魂，以中华民族的审美为身体，在历史长河中形成了

自己的审美传统。 中国美学精神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美善相乐，教娱统一；二是天人合一，巧夺天工；三是夷

夏一家，海纳创新；四是中和之道，臻于化境；五是家国情怀，至美大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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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生存与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

己的美学精神，这种精神既是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

的结晶，又是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原动力。 中华

民族与中国具有同一性，中华民族的美学精神也是

中国的美学精神。 中国美学精神具有本体性、主体

性与主导性三个要素。 它以中华民族的哲学为灵

魂，以中华民族的审美为身体，在历史的长河中形成

审美传统，成为民族的审美理想，民族审美的指导，
民族艺术开拓创新的动力，融入国民的价值取向、国
家的意识形态。 中国美学精神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

方面。

一、美善相乐，教娱统一

中国古代意识形态以儒家为主体，儒家重教化，
教化主要分为道德教化和政治教化。 教化与审美统

一的理论始于西周，主要有两种说法。
一是“诗教”说。 西周建立国家的采诗制度，采

诗的目的，是试图通过诗歌了解民俗民情，以便于采

取合适的措施治理国家。 在此背景下产生了中国第

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孔子是《诗经》最早的整理

者与研究者，他提出诗有“兴、观、群、怨”四种社会

功能。 兴，指抒情，其中包含审美因素；观，指观看，

既为认识，又包含审美因素；群，指和同人心；怨，指
批评统治者及社会不良现象。 这四种功能已包含教

化与审美统一的理念。
孔子的“诗教”说在汉代导生出“风教”说。 《毛

诗序》云：“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
“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

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毛诗序》的“风教”说，
一直贯穿下来，直至中国封建社会结束。 “风”在中

国美学中内涵丰富。 在《诗经》中，它指民歌，“郑
风”即郑国民歌；在刘勰的《文心雕龙》中，“风”与

“骨”组成对立概念，“风”含有情感的意义。 “风

教”本质上是情教，是善与美的统一。
二是“礼乐治国”说。 西周初年，周公制礼作

乐，确立礼乐治国的国策。 礼指国家制度、行政法规

等；乐，是音乐、诗歌、舞蹈的统一体。 礼、乐作为治

理国家的两种手段，其功能不同，用荀子的话来说，
就是“礼别异，乐统同”。 “别异”体现的是等级与待

遇的区分，“统同”的是人情与人心。 礼在善，乐在

美。 礼乐治国，既强调礼乐一统，又尊重礼乐各异。
荀子在论述“礼”与“乐”的关系时，有一个经典

性的论述：“乐行而志清，礼修而行成，耳目聪明，血
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 美善相乐。 故曰： 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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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乐也。”这里包含三个要点：第一，“乐”与“礼”有
共同的使命：培育美好的个人———“耳目聪明，血气

和平”；构建美好的社会———“移风易俗，天下皆

宁”。 第二，“乐”重在培育人的心志，“礼”重在规范

人的行为。 第三，“乐”与“礼”的统一即美与善的统

一。 美善统一的特质是相向而成，以“乐”（ ｌｅ）为归

结。 乐（ｙｕｅ）作为艺术，其基础功能为感性的娱乐，
善的本质是理性的意志。 在美、善相向而行的过程

中，感性的娱乐与理性的意志实现了统一，升华为审

美的快乐。 美与善的统一，统一在审美快乐上，故
“乐者，乐也”。

由周公建立的礼乐治国制度是传统社会中国的

基本国策，集中体现为教化与审美的统一。 这一国

策在中国三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从未改变，对于当

代社会仍有着深远的影响。
教化与娱乐的统一在唐代达到前所未有的新高

度。 初唐文化建设上的一件大事，就是确立国家的

雅乐体系。 雅乐无疑是教化与审美相统一的音乐体

系。 当时遇到一件有争议的事情：如何处理陈朝留

下来的《玉树后庭花》。 御史大夫杜淹根据儒家的

音乐观点，认为“亡国之音哀以思”，《玉树后庭花》
属于这样的作品，不应纳入雅乐体系。 而唐太宗认

为，“古者圣人沿情以作乐，国之兴衰，未必由此”，
《玉树后庭花》与陈朝的灭亡没有关系，它不是亡国

之音。 尚书右丞相魏征赞成唐太宗的观点，认为

“乐在人和，不在音也”。
《玉树后庭花》为清乐，系南朝旧乐，这类音乐

多为娱乐类的乐舞。 由于唐太宗认为国之兴衰与音

乐无关，因此大量的清乐保存下来。 唐太宗为所谓

的亡国之音《玉树后庭花》平反，实际上重申了荀子

的“乐者，乐也”的观点，体现出对音乐娱乐功能的

重视。 这里涉及一个重要的美学问题，那就是政治

以及伦理与艺术的关系问题。
儒家在这个问题上的偏颇，主要在过于强调伦

理与政治对艺术的主导作用。 艺术与伦理、政治有

关，但它具有自己独立的品位，并不等同于伦理与政

治。 艺术的功能是多元的，其基础功能是娱乐。 虽

然娱乐是艺术最基本的功能，但当艺术的内容融入

真、善之后，低层次的娱乐就升华为高品位的娱

乐———审美娱乐，即荀子所说“乐者，乐也”的“乐”。
艺术作为人类审美的高级方式，一方面，其自身

功能是教化与娱乐的统一，这种统一体现为善和美

的统一；另一方面，它与伦理、政治的关系，也是美与

善的关系。 艺术与伦理、政治之间的关系不是对立

的，但也不一定要融会为一，而是互相配合，共同为

人服务，为社会服务。 中国历史上人们在对待艺术

的功能问题时，不断地有着两种倾向，或过于看重教

化而忽视娱乐，或过于看重娱乐而忽视教化，因而也

总是在不断地纠偏，但总的趋向一直是美善相乐，教
娱统一。

二、天人合一，巧夺天工

中国文化源头主要是儒道两家，儒家讲文明，道
家讲自然。 这两家既对立又统一。

《周易》为儒家“五经”之首，其《彖传》论贲卦

曰：“（刚柔相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 观乎

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天文为自然

现象，人文为社会现象。 人文是人的作为，它的精华

是文明。 文明在儒家思想中集中体现为礼乐。 孔子

说“文之礼乐，亦可以成人矣”，按照这一思路，“文
之以礼乐”，亦可以治国矣。

老子提出“道法自然”说，“自然”在老子那里主

要指自然之道，自然之道即自然而然，自然而然即本

性。 “道法自然”实为道法本性。 按照老子的这一

观点，我们可以推导出真在本性，善在本性，美亦在

本性。
庄子既坚持又发展了老子的“道法自然”说。

他认为，自然指本性，本性的解放，称为天放。 但同

时，他又将自然看成自然界，说“天地有大美”。 这

样一来，庄子不仅认为美在天放，而且美在“天地”
（自然界）。 以声音为例，他认为最美的声音是

“天籁”。
文明与自然的整合在汉代就开始了。 汉代的大

儒者董仲舒提出了天人合一思想，他认为，“为人者

天也”，“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乃上类天

也。 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人之血气化天志而仁；人
之德行化天理而义；人之好恶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

化天之寒暑”。 董仲舒的天人合一哲学，为自然与

文明的统一提供了理论基础。 魏晋玄学以自然之道

整合儒家的人文之道，推动文明与自然的整合。 这

次整合的特点，是以自然之道为本，以人文之道为

用。 宋明理学实现了文明与自然的最高整合。 程颐

指出：“天者，理也。 神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朱

熹说：“天地之间，理一而已。”这次整合的特点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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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文明看成自然之道的产物，而是将文明提升到自

然之道的高度，于是文明之道就成为自然之道。 不

仅文明之道成为自然之道，而且文明成为自然的灵

魂。 代表性的观点就是宋朝理学家张载所说的“为
天地立心”。

自董仲舒开始的天人合一观，对中国美学产生

了深远的影响。 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

方面。
一是如何看待人的生命。 苏轼从董仲舒那里获

得启发，但他不是简单地认同人是天化成的，而是将

人的生命与自然的生命看成一个整体。 在《前赤壁

赋》中，面对着朋友感长江之无穷而人生之须臾的

悲伤，他安慰道：“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

不能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
而又何羡乎？ 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

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
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
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之共适。”在苏轼看来，
天人关系有一个如何“观”的问题。 如果将天与人

对立起来，那么天地确实是无穷的，而人生的确是短

暂的；但如果将天与人看成一体，那么天地无尽，人
也无尽。 既然如此，还有什么可悲伤的呢？ 自然物

虽各有主，但自然美是可以共适即共赏的。
二是如何看待自然的生命。 北宋大画家郭熙在

《林泉高致》中曾用人来比拟山：“春山淡冶而如笑，
夏山苍翠而如滴，秋山明净而如妆，冬山惨淡而如

睡。”这一观点，简直就是董仲舒的“为人者天也”倒
过来说。

三是如何看待艺术的生命。 艺术是人的作品，
是人的生命的展现，但因为天人合一，艺术也是天的

作品。 人在创作艺术时，如何实现天人合一，涉及自

然与文明的统一。 中国美学的精神是：天为人则，人
创新天、巧夺天工。

清代画家石涛说：“山川使予代山川而言也，山
川脱胎于予也，予脱胎于山川也。”这句话分为两个

层次：“予脱胎于山川”，天为人则，人来自天；“山川

脱胎于予”，人创新天，天化为人，最后产生的画作

是“山川与予神遇而迹化也”。 明代园艺大师计成

将天与人的这种关系，精确地概括为“虽由人作，宛
自天开”。 在艺术创作中，艺术家在处理天人关系

时，既推崇天，又推崇人，而至为推崇的是人。 因而，
石涛在论述绘画过程中的两种“脱胎”之后，强调

“终归之于大涤也”。 艺术家的才华与创造能力是

艺术美诞生的关键，正因为如此，不是模仿论而是创

造论成为中国美学的精髓。
至此，中华民族对于美的本质获得了新的认识：

既不是天也不是人，既不是自然也不是文明，而是天

与人、自然与文明共同创造了美。 在具体表述中，也
会因情境不同而有所变化，有时为了推崇自然，就说

“与造化争妙”，以突出天为人则；有时为了推崇艺

术，则说江山如画，意味着人也可以巧夺天工。

三、夷夏一家，海纳创新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民族问题上，中国

有两个极大的优势：一是文化同源；二是海纳创新。
正是这两大优势对中国美学的性质、精神、风貌产生

了巨大的影响。 中华民族以华夏族为主体而融合了

诸多民族。 这种融合开始于炎黄时代，夏朝作为中

国第一个具有国家意义的政权，将这种融合提升到

国家的高度。
关于夏族的来源有多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源自

黄帝。 《山海经》云：“黄帝生骆明，骆明生白马，白
马是为鲧。”而鲧正是禹的父亲。 另一种说法是源

自西羌。 《新语》云：“大禹出于西羌。”《史记·六国

年表》云：“禹兴于西羌。” 《史记·匈奴列传》 云：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

夏族与东夷族关系密切。 不少东夷族的能人在

夏朝做官，夏族的政权也曾一度为东夷族所取代。
由于长期在同一环境中生活，夏族与东夷族实现了

彻底的融合。 夏族与南方的苗蛮民族也有关系。 尧

舜曾派大禹去征伐三苖。 征伐三苖的积极成果之一

是促进了夏族与南方苗蛮民族的融合。
从历史记载来看，夏族是以黄帝族为主的华夏

族与戎、夷、蛮等诸多少数民族融合的产物。 商灭夏

后，夏族被迫迁徙。 徐中舒先生说：“夏商之际夏民

族一部分北迁为匈奴，一部分则南迁于江南为越。”
夏这一国家政权的建立意味着大一统的中华民族已

经形成。 在中华民族的长期发展过程中，民族融合

也一直在进行。
周朝时期，孔子提出“夷夏之别”。 孔子轻视少

数民族政权当然是错误的，但是，他的“夷夏之别”
主要不是在血统上，而是在文化上。 当时有一种普

遍的认识：以周室为代表的中原文化是先进的。 凡

是认同中原文化的政权均为夏；不认同中原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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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权则为夷。 夷、夏身份并不固定，经常发生变化，
楚国、越国、吴国均曾一度认作为“夷”。 “夷夏之

别”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打破。 一方面，北朝的

少数民族政权接受华夏文化，另一方面，南朝也逐渐

接受少数民族文化。
中国的文化融会，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中华民族

内部各种民族文化的融会，另一种是中国文化与外

国文化的融会。 汉朝通西域，首开国门，与诸多当时

还不属于中国版图的西域国家以及印度、波斯诸国

有了商业、文化、政治上的来往。
唐代在我国历史上开放程度最高，周边的国家

几乎都与唐朝有交往。 在交往过程中，陆上与海上

两条丝绸之路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通过这两条通

道，唐帝国与世界上许多有着较高文明的国家产生

商业上的联系。 在此背景下，不仅他民族的各种宗

教，如佛教、祆教、摩尼教、景教等传入中土，而且他

民族的艺术也传播到中国。 这其中，乐舞以及与其

相连带的乐器的进入，最为突出。 龟兹的音乐特别

有名，玄奘西行取经，路过龟兹，对龟兹的音乐很有

感触，他在《大唐西域记》中说龟兹“管弦伎乐特善

诸国”。
来自少数民族地区的音乐被称为“夷狄之乐”，

这种音乐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质朴、刚健，
充满着原始生命力。 唐帝国是通过战争打出来的，
它崇尚的精神不是轻柔曼妙的优美，而是刚健雄壮

的崇高。 “夷狄之乐”的蛮野与刚健在一定程度上

契合了唐帝国精神建设的需要。
唐代是中国最为开放的朝代，从某种程度上说，

也是中国历史上全面实现开放的朝代。 这种开放具

有多方面的重大意义。 对于美学而言，这种开放促

成了以华夏民族为核心的多民族相统一的审美观念

的形成。 这一审美观念在唐代的标志性成果是《霓
裳羽衣舞》。 《霓裳羽衣舞》是唐帝国精神文化的一

面鲜艳旗帜，也是中华民族文化融合的一面鲜艳

旗帜。
关于《霓裳羽衣舞》的创作过程，据《碧鸡漫志》

卷三载，唐明皇梦游月宫，获得灵感，正想创作一首

乐曲，此时，西凉都督杨敬述进《婆罗门曲》。 此曲

与唐明皇拟定的声调非常吻合，于是，他以月宫所闻

为内容，以《婆罗门曲》为腔调，写成一个乐曲，是为

《霓裳羽衣舞》。 此乐舞的创作过程，有两点值得重

视：一是主体意识。 唐玄宗创作此曲，依据的是一个

游仙的梦境，基本思想属于道家及道教文化，这是中

华民族本土的文化。 二是海纳意识。 虽然政治上少

数民族政权与唐帝国的关系有分有合，但它们在文

化上一直进行着融合的过程。 《霓裳羽衣舞》的创

作过程充分显示了唐帝国对于汉民族以外的他民族

文化的尊重与吸纳。 唐代之后“夷夏之别”基本消

亡，不论哪个民族主政，华夏之光一直灿然辉煌！

四、中和之道，臻于化境

中华民族的哲学思想集中体现为中和之道，中
和之道是“中”与“和”的统一。 “中”的含义很丰

富，主要有三义：（１）内在。 《礼记·中庸》云：“喜怒

哀乐未发谓之中。”这个“中”就是心中的意思。 （２）
合理。 在儒家看来，理即礼，合礼即为合理，合理即

为善。 （３）不过。 所谓不过，不仅是不偏，而且是对

立的统一。 老子讲“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

随”， 《周易》 讲 “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这都是

“中”。 以上三说，都具有哲学意义，体现出中国哲

学心灵本位、善为根基、辩证统一的基本特征。
“中”在中国美学上的影响是巨大的，主要体现

在两个方面。 一是善为美之魂。 这里的善，主要指

儒家的道德规范，包括仁、义、礼、诚、忠、孝之类。 孟

子讲“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这里的

“充实”，就是道德的充实，也就是善。 荀子讲“不全

不粹不足为美”，这里的“全”与“粹”，都是讲的善。
二是重视含蓄的美。 含蓄的美是一种内在的

美，这与“中”的内在义相贴合。 刘勰《文心雕龙·
隐秀》指出：“夫隐之为体，义主文外，秘响旁通，伏
采潜发，譬爻象之变互体，川渎之韫珠玉也。”此处

的“隐”即为含蓄。 含蓄在中国美学中具有重要地

位。 宋代词人姜夔说：“语贵含蓄。 ……句中有余

味，篇中有余意，善之善者也。”宋朝极为推崇“韵”，
范温《潜溪诗眼·论韵》中提出，“韵者，美之极”，而
韵的特点也是含蓄，正所谓“有余意之谓韵”。

中国美学的最高范畴为“境界”，境界艺术审美

领域亦称“意境”，它是意象的高级形态。 境界的特

质是“象外之象” “景外之景” “味外之旨” “韵外之

致”。 王国维《人间词话》指出：“古今词人格调之高

无如白石，惜不于意境上用力，故觉无言外之味，弦
外之响。”这种特质，其实也可以归之于含蓄。 含蓄

是中华民族标志性的审美观。
“和”也是中国古代较早出现的一个美学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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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是宇宙之根本性质，是宇宙之真、之善、之美的

总来源。 既然宇宙的真善美都来自和，那么，我们人

工的创造，也应效法天地，以和为根本法则。
“和”主要有三义：（１）杂多统一为“和”。 中国

古籍中将“和”与“同”明确区分开来，强调“和”不

是“同”。 “同”是同一反复，不产生新事物；而“和”
可以产生新事物。 《国语》中史伯说：“和实生万物，
同则不继。”“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

不讲。”（２）“和”是诸多对立因素的辩证统一。 晏子

论“和”，强调“清浊、小大、短长、疾除、哀乐、刚柔、
迟速、高下、出入、周疏”这些具有对立性质的关系

的统一，对立是创造的前提。 （３）“和”的实现是“化
合”，而不是混合。 化合的结果已经不是原来的事

物了，而是完全成为新的事物了。 要实现“和”，就
要讲变，变化才是真正的变；讲文，文化才是真正的

文明；讲教，教化才是真有成效的教育。 公孙尼子指

出，“和，故万物皆化”，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
无异于说，“化”才是“和”的标志，或者说“化”是

“和”的最高境界。
宋明理学家将“化”用于表述宇宙变化与人生

修养中。 邵雍《皇极经世》中说，“雨化物之走，风化

物之飞”，“应雨而化者走之性也，应风而化者飞之

性也”。 可见，化是宇宙运行的法则。 张载、朱熹强

调“气化”，人是天地气化的产物，从天地气化出来

的人亦应“赞天地之化育”。 于是，借助“化”，人与

天实现了最高的和谐。
中国哲学中“化”的理论也运用到审美中，要求

将艺术中诸多对立的方面统一起来，达到了然无痕

的化境。 清代大学者王夫之论诗，认为诗中的两大

要素“情”与“景”应化合为一体。 他指出，“景以情

合，情以景生，初不相离，唯意所适”，“景者情之景，
情者景之情”。 这些思想都可以看作是“化”在艺术

创作中的实践。
将艺术中的诸多对立因素统一起来，构成一个

有机的整体，就创造了境界。 境界是中国古典美学

的最高范畴。 境界消融了人与自然、个体与群体、现
实与理想、功利与审美、理智与情感、自由与必然的

边界，因此，它是一种化境。 这种化境将有限的艺术

空间引导到无限，将现实的人生引导到未来，将情感

的愉悦升华为哲理的启迪。 从这个意义上说，境界

永远在生成之中。 境界综合了中华美学诸多的因

素，是中华民族审美的最高体现，它不仅仅体现在艺

术创作之中，而且体现在人生修养之中。

五、家国情怀，至美大公

中国美学精神的核心是家国情怀，家国情怀属

于本根意识。 人之本在哪里？ 首先追溯到家，也就

是父母。 在中国，家的存在与国的存在具有一种内

在性。 中国最早的国是具有血缘关系的胞族联盟，
胞族联盟的首长具有家长性质。 中华民族对血缘关

系的高度重视成为儒家“家国一体”观的来源，儒家

经典《大学》云：“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作为本根

意识的家国意识与国家意识是相通的，只不过家国

意识更多地体现为认祖归宗的意识；国家意识则凸

显国家主权意识。 较之国家意识，家国意识更重情，
因而通常称之为家国情怀。 在三千年的中国古代文

艺发展史中，具有家国情怀的作家、艺术家如长江大

河，浩浩荡荡，他们的优秀作品如星河璀璨，辉映在

中华民族的历史长空。
中国美学的家国情怀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作家的责任与社会担当。 这主要体现为

“诗言志”和“兴寄”论。 最早提出“诗言志”的是

《尚书·尧典》。 此后，诸多典籍如《左传》 《庄子》
《毛诗序》多次申说“诗言志”。 １９４５ 年，毛泽东在

重庆时，诗人徐迟请他题字，并向他请教怎样作诗。
毛泽东题写了“诗言志”三个字，这三个字后来成为

毛泽东为新创办的《人民文学》的题词。 “诗言志”
中的“志”不是一般的志，而是家国之志。

“兴”本为《诗经》的一种重要表现手法，后来发

展成为一个重要的美学范畴。 初唐诗人陈子昂将

“兴” 与“寄” 结合起来，创造一个新概念———“兴

寄”，其核心为家国情怀。 陈子昂高举“兴寄”大旗，
横扫“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的不良现象，
他认为优秀的作品应该“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

朗练，有金石声”。 此后，一旦文艺界出现类似“齐
梁间诗”的现象，就有人标举“兴寄”理论，横扫文艺

界的颓风，高倡“华夏正声”，捍卫中华文艺“诗言

志”的传统。
二是国土与国权合一。 中国美学的家国情怀还

充分表现在对于祖国山河的热爱上。 关于中国的国

土，中华美学提出一个重要的概念———“江山”，与
此相类的概念还有“河山”。 “江山”“河山”两个概

念的核心是国权，不仅体现出对祖国无限赞美的情

感，而且体现出对祖国土地坚决捍卫的决心与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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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诗词中随处可见的“江山” “河山”概念体现出

南宋诗人对于北方国土的沦丧何等痛心顿首，何等

渴望收复失地！ 毛泽东“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

雄竞折腰”的诗句将“多娇”的江山与无数优秀的中

华儿女联系在一起，体现出复兴中华民族的伟大抱

负，展现中国、中华民族无限美好的未来。
在中国古代的环境文化中，体现国权意义的概

念还有“社稷”。 按字面意义，“社”是土地神，“稷”
是谷神，这是中华民族远古时期创立的两种祭祀，体
现出中华民族对于土地的崇拜。 这个概念在实际使

用中，更多地成为“国权”的代名词。 “社稷”与“江
山”“河山”一样，寄寓着中华民族浓浓的家国情怀，
显示出中国神圣领土丝毫不容侵犯的坚强意志。 值

得特别指出的是，中华民族的家国情怀指向“天下

情怀”。
在中国古籍中，“天下”是一个常用的概念，大

多数情况下，它与“中国”相当。 但有时，它的所指

大于“中国”，而相当于世界。 战国时期阴阳家创立

“大九州”观念，此观念认为，中国为“小九州”，又名

“赤县神州”，它只是“大九州”的一部分。 这说明中

国人很早就有了世界意识。
谈到“天下”时，中国古代总是将它与“公” “太

平”联系在一起，表现出非常可贵的平等、友爱、和
平理念。 《老子》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 《礼
记》引录孔子的话，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二者都强调人与人之间、诸侯国与诸侯国之间、诸侯

国与中央政权之间的相处，要友爱，要互利，重在

公平。
宋代大儒张载将“天下”概念从空间扩展到时

间，提出“为万世开太平”命题，体现出广阔的胸襟

与深远的眼光。 “太平”有两义，一是人与自然之间

和谐，其中含有生态平衡的意思，用今天的话来说，
就是生态与文明的共生；二是人与人之间和谐，它是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来源之一。
中国美学精神虽然孕育、产生于中国古代社会，

但它在当今社会仍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有责任感

的中国文艺家理应弘扬中国美学精神，为中华民族

的繁荣富强，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贡献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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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ｏ ｔｈｅ ｗａｙ ｏｆ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 ｅｎｔｅｒｉｎｇ ａｎ ｅｌｅｖａｔｅｄ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 ｒｅａｌｍ； ｔｈｅ ｆｉｆｔｈ ｉｓ ｐａｔｒｉｏｔｉｓｍ， ａｎｄ ｐｕｒｓｕ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ｕｐｒｅｍｅ ｂｅａｕｔｙ ｏｆ ａ ｗｏｒｌｄ ｆｏｒ ａｌｌ．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ｔｈｅ ｓｅｅｋｉｎｇ ｏｆ ｂｅａｕｔｙ ａｎｄ ｋｉｎｄｎｅｓｓ； ｈａｒｍｏｎ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ａｎ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ｅ； 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ａｌｌ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ｉｅｓ ａｓ ｏｎｅ ｆａｍｉｌｙ； ｔｈｅ
ｗａｙ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 ｐａｔｒｉｏｔｉｓ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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